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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马规约》的国际罪行法益构造

刘　 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从法益视角分析主权与人权时，可以发现二者具有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价值内涵。 主权与人权存在不

同的逻辑，而着眼于《罗马规约》涉及的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这四个罪刑规范时，作为法益两端

的主权与人权，在形式与实质层面具有不同的内容。 国家主权法益相当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法益，人权法益

则相当于国内法意义上的权利法益。 四类罪行的法益构造以主权法益和人权法益为第一层法益内容，之后的实质

展开则属于第二层法益内容，并且最终仍需回到第一层法益内容，从而说明对主权或者人权的法益侵害程度，这有

利于对涉及国际罪行判断的问题展开法益层面的实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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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简称《罗马规约》）第 ５ 条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

会普遍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 对这几个严重的国际罪行所涉

及的个罪规范展开法益层面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国际刑法中的法益逻辑，并有利于从规范层面明确相关犯罪

的危害性与法益侵犯性。 同时，在对主权、人权与法益的关系进行厘清的基础上，此类分析也可以为具体个

罪的解释与认定提供指引，为国际刑法的发展提供基础理论层面的支持。 对这类个罪的法益研究，具有相应

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加深对法益理论的认识，推动法益理论的发展。 第二，通过对国际刑法的法益分

析，明确这类国际罪行在惩治方面的障碍及其本身的危害性。 第三，这类国际罪行的责任追究能否落实与其

法益构造的理论分析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能以这类罪行的责任追究存在障碍或不确定性为由否定该类

犯罪的法益研究意义。 第四，除了法律层面的惩治外，国际社会舆论在道德层面的谴责同样具有一些实质的

作用。 对此，法益问题的研究可以为道德层面的谴责提供规范层面的实质依据，同时为能够落实的一些刑法

规制提供理论支撑。 第五，可以促进主权与人权理论的相关研究。 第六，通过分析这类犯罪的法益逻辑，可
以对整个国际刑法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因此，即使这类国际罪行的法律责任追究存在着一些不同于国内

刑法的现实障碍，但法益论视角下的主权与人权问题研究仍然具有不同层面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刑法法益可转化为国内刑法法益的法理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对《罗马规约》的审查会议通过了修正该规约的决议，其中包

括在《罗马规约》第 ８ 条之后增加之二，即侵略罪的规定。 至此，该规约有关战争罪行的规定共计四种。 其

中，灭绝种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相关行为。 危害人类罪

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

施的相关行为。 战争罪主要是指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及武装冲突中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不人

道行为。 侵略罪是指一国使用武力或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任何其他方式侵犯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

政治独立的行为。 这类犯罪一般会涉及典型的军事行动，并且可以在比较的意义上进行法益层面的分析。

①基金项目：２０２５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低空数据的法律体系化保护研究”
（ＡＨＳＫＹＱ２０２５Ｄ２０）
作者简介：刘浩，男，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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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在直观上通常被理解为法所保护的利益。 在法益内容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国内刑法的法益结构主要以

权利为内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与权利相关的安全与秩序法益。 由于在法的渊源层面，国际条约与

国际惯例同样属于法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国际法中的国际公法、乃至国际公法中的国际刑法来说，同样可

以采用法益这一理论分析工具。 但国际刑法毕竟不同于国内刑法，其在解释论层面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主权

问题，但该障碍主要影响管辖权，对个罪规范分析并不构成明显的影响，甚至主权本身也属于部分罪刑规范

的法益内容，此类法益内容比照具有相应的法理根据。
（一）从《罗马规约》序言看国际刑法的规范目的

国际刑法的规范目的指的是国际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对象内容及其他所欲实现的目的，其来源于立法

的目的及法的目的等法理内容。 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历史经验性，其是人类在战争的教训下，经由理性反思

与具体行动而逐步形成的。 从《罗马规约》的序言来看，一方面，其属于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理性反思；另一

方面，其体现了出于对人类权利与国际社会秩序的维护目的而作出的规范创制。
１．国际刑法的历史理性与《罗马规约》的序言宣示

国际刑法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是人类在理性反思与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体系建构。 “从世界历

史和国际政治的层面看，二战后盟国对法西斯战争罪行的审判，……是推动二战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文明

进步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①对此，有关战争的一些国际刑法条款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国家层面的共同协商

意义，并且要尽量确保规范的执行力。 “由国际刑事法院或法庭对国际犯罪尤其是危害人类罪进行追究的

初衷是为了避免这些犯罪由于政府的参与而在国内法院无法得到追究，……”②虽然刑法具有预防的功能，
但如果刑罚难以有效落实或者充满不确定性，其预防功能也将大为削弱。 《罗马规约》的序言具有郑重宣示

的意义，其涉及人的尊严及其他人作为人所当然享有的权利，而这些均属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基础内容。
“人的尊严是客观价值秩序的根本原则，不可侵犯的固有尊严成为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③而国际社会的共

识推动着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２．《罗马规约》序言的价值内涵对应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间的价值导向

从《罗马规约》的序言可以看出，其规范目的涉及人类共同的文化，人的生命权，人类良知，世界的和平、
安全与福祉。 此外，在刑法的意义上，兼顾了惩罚和预防的目的。 如果着眼于国内刑法并采用复合法益的观

点，则文化、权利、良知、和平、安全与福祉等内容，均可能被视为法益内容。 然而，这样广泛意义上的法益观

会导致法益内容本身具有不明确性。 例如，人类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其难以为一些国际刑法条

文的规范理解提供实际指引。 实际上，在涉及法益问题时，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通常都会涉及权利、秩序与

安全的一般法益内容，并且这些内容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刑法的通常规范目的。 但如果将人类文化、人类良

知等视为法益内容，则可能面临法益内容趋于精神化与抽象化的质疑，这在国内刑法的法益理论研究中一直

是存在商榷空间的。 应当说，从法益内容的界定要求来看，其需要具有相对具体而明确的特征，这一点无论

是对国内刑法还是国际刑法而言，均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以侵略罪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罪行中，其在法益层面

主要是围绕权利、安全与秩序的一般面向，与国内刑法的一般法益构造的逻辑基本一致，而这正是由刑法自

身的保障属性所决定的。 尽管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由于主权等因素而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地方，但在很多

方面也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相同性。 例如，尽管与大部分国内法院不同，国际司法裁判机构对案件的审理过程

既包括对实体性问题的审理，也包括对案件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等程序性问题的审理，并通常以判决形式作

出，④但国内法院同样存在管辖权的问题，管辖的种类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门管辖、指定管辖等。 另

外，主权也可以经由安全法益类型而成为法益内容。
再如，罪刑法定原则是国内刑法中的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在适用层面，

无论持何种解释立场与方法，均应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 罪刑法定原则同样会被贯彻于国际刑法中。

①
②
③
④

宋立彬：《两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争罪行处置的比较探析》，载《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７ 页。
朱丹：《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９ 页。
刘志强、李越开：《论共同价值的三种人权法理》，载《学术界》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９ 页。
参见朱丹：《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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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其根本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①对此，若要有力

且合法合理地打击国际犯罪，防止个人以国家的名义逃脱或者试图逃脱刑事责任，就需要遵循罪刑法定原

则，并且通过树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权威来塑造国际刑法的权威。 但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国内刑法

与国际刑法中的适用完全一致。 例如，在二战之后的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中，曾经存在是否违背罪刑法定

原则的疑问。 除审判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外，亦有诸多观点倾向于认为其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例

如，有观点指出，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上承《凡尔赛和约》刑事惩治条款及莱比锡审判，下启 １９４９ 年“日内

瓦四公约”及国际法委员会对《纽伦堡原则》的编纂，是确立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关键发展阶段。② 据此，两
审判被认为遵循了《凡尔赛和约》及莱比锡审判确立的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从而在确立个人责任的

意义上并不违背国际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一方面，习惯国际法在国际法中具有重要的规范地位，这与国

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渊源体现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即使同样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性，该原

则的具体落实情况也属于另一回事，且如何具体实践罪刑法定原则属于更为实质的内容。
因此，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会因为主权问题而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法治及一般规范目的层面上，二者又

具有相同性或者至少具有相似性。 首先，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主要区别，除制定主体与调整对象不同外，
其主要体现在实施机制方面。 国际刑法针对的是一些国际罪行，如《罗马规约》规定的战争罪、侵略罪、危害

人类罪与灭绝种族罪。 受战争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内刑法有时难以有效追究个体的刑事责任，但国际罪行

又在根本上违背了自然法，因此需要各国在尽量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国际刑法体系。 在实施机制方

面，如果缺乏实际的执行力，那么这样的刑法在惩罚和预防的意义上就缺乏基本效力。 国内刑法在刑罚的执

行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公权力保障的司法机关可以有效而及时地对一些刑事犯罪

进行惩治。 国际刑法则有所不同，需要各缔约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协助才能保障其有效实施，而不仅仅

依赖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刑事法院。 “毋庸讳言的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是所有国家全部参加的，国际法应

然义务的执行除了现实的条约责任，还有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与孤立压力，甚至还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制

裁。”③例如，中国尽管并未正式加入《罗马规约》，但积极参与了这类条约的制定与修改，并且提出了自身的

立场，对于相关的国际罪行持严厉的谴责态度。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理念认同与制度保留，支持打击最严重的

国际罪行，但在主权豁免、安理会职权、非缔约国地位等方面坚持原则，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的越

权管辖。 因此，立足于法益视角分析一些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助于合法、合理且有效地打击此类罪行，符合中

国的基本立场。 国际刑法的实施机制核心在于强制力，如果强制力得不到保障，国际刑法的权威便难以有效

树立。 相比于国内刑法的强制执行力，国际刑法明显存在不够明确、不够及时与不够完整的问题。 除了这些

明显的差异，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在遵循形式法治的罪刑法定原则与遵循实质法治的自然法理念方面也会

存在一致性，这使得二者在规范目的上存在实质内容方面的重合。 无论是国内刑法还是国际刑法，在作为法

的意义上，人是目的而法是手段的价值预设是不会变的，这也是刑法规范目的指引的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
权利、安全与秩序等一般刑法法益内容，属于规范目的在保护内容方面的价值导向。

（二）权利、安全与秩序作为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

对于国际刑法法益的内容来说，在理论层面可以比照国内刑法法益进行理解，但由于国家主权、政治意

志及军事目标等方面的原因，在涉及一些有关战争内容的条文时，二者也会存在区别。 于是，同样是涉及国

际刑法法益，有些领域与国内刑法法益的内容更为一致，如国际环境保护领域，此类领域更多地是涉及管辖

权的问题，而涉及法益本身的内容时，一般不会存在明显的区别。 针对国际刑法法益而言，有观点指出：“所
谓国际法益侵害，即侵害国际法益，指对基于国际公约规范形成的，国际社会共同强制保护的，在自然意义上

能够伤害之实体利益的损伤。”④但这里仍然未明确指出何为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实体利益，只是体现了国际

法益内容的共同性特征。 实体利益同样涉及权利、秩序与安全的刑法法益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限的国

①
②

③
④

邓华：《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第 ７０ 页。
参见冷新宇：《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及模式的早期发展———兼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用》，载《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７ 页。
宋阳：《论生物武器行为的国际罪行属性及中国管辖路径》，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８ 页。
刘邦明、曾涛：《国际犯罪定义刍议》，载《政法论丛》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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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实践中，法益内容并未成为国际刑法研究的主要方面，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 但是，法益理论的

用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确认某项犯罪是否成立；二是确认某些非独立的犯罪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三
是想象竞合犯的认定。 另外，国际刑法中的法益理论更多属于法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 从已有理论与实践

来看，法益工具在国际刑法实践中仍然具有理论发展的空间。
１．作为权利类型的国际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

尽管国际刑法是立足于全人类的视角而作出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建构，但全人类的福祉包含诸多更为具

体的内容，这首先体现为国际刑法的权利法益内容。 “权利作为一定社会关系在一定主体身上的投影，通常

表现为社会对权利主体获得某种利益的正当性的一种承认。”①实际上，涉及人权的权利内容具有固有属性，
而其他具体的权利内容则具有一定的建构性。 国际刑法的权利法益内容来源于法益本身的权利内核，既有

先天性，也有建构性。 无论是国内刑法还是国际刑法，所涉权利主体的权利均需要予以保护，这也是法规范

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权利受到不同规范体系的保护，如民事法律规范在平等主体意义上的

权利保护，行政法律规范在管理意义上的权利保护，刑事法律规范在最后保障法意义上的权利保护。 具体到

国内刑法领域，犯罪是严重侵犯法益的行为，而法益在个体层面集中体现为权利法益类型。 如果说个体是国

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那么其同样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 此时的个体、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就

类似于原子、分子、物质：无论从分子还是物质层面来看，作为原子的个体均是基本组成单元。 正是由于个体

权利的重要性，即使在“枪炮作响法无声”的个别情形下，仍然需要对个体权利进行保护，以防止战争引发的

人性放纵或者变态而对个体权利造成侵害或者危险。 当个体拥有战争指挥权或者身处战争行动群体中，看
到其他人恣意妄为或者自身进行恣意妄为时，不能以战争为由推卸其实施权利侵犯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刑事

责任。 对此，权利法益同样属于国际刑法的一种基础法益内容。 除权利的一般内容外，国际刑法中还存在人

权这一重要面向。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本身不是规范的创设，而是规范的保护。 战争过

程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同样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不仅应受到刑法意义上的谴责，而且在伦理意义上

也违背基本道德要求，是反人性的。 习惯规则在某一特定案件的具体适用赋予了该规则本身以解释性意

义。②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更多地根据国际惯例进行，并由此不断发展与

形成新的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法。
２．作为秩序类型的国际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

对于法律中的秩序而言，其更多地是指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 就秩序的具体内容而言，国内刑法中的秩

序主要体现为经济秩序与社会管理秩序，具有明显的国家主权特征，表现为权力生成、分配、运行与保障的有

序状态，刑法对这类秩序的维护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 在国际刑法中，秩序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稳定和谐的国

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状态。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２８ 条规定：“任何人有权享有能

够充分实现本宣言所载权利和自由的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这里的规定也涉及权利和秩序的范畴。 除了

秩序本身的实质内容外，国际刑法中的侵略罪对秩序的破坏与国内刑法中的秩序破坏有所不同的是：侵略罪

中的行为对秩序的破坏具有特指的对象，而并非任何主体与任何行为均是侵略罪的构成要件。 国家的侵略

行为只限于实体的军事行为，而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侵略行为。 对此，一方面，侵略

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另一方面，侵略罪的行为仅限于军事行为。 对于侵略罪而言，国际刑事法院所界定的

侵略行为只涉及国家之间最严重的武装冲突，排除了边界冲突和小规模的特别军事行动、自卫及安理会授权

的行为。③ 于是，侵略罪是国家实施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非正义军事行为，这
里的秩序同样是相对客观可见的，其属于国际刑法的一般法益内容。

３．作为安全类型的国际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

国内刑法的安全价值保护具有不同的体现，例如，对于国家安全的刑法保护及对于公共安全与经济安全

的刑法保护。 除此之外，以危险犯类型为代表的预防刑法观及基于该观念的具体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活

①
②

③

易小明、贾英健：《透视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三重视角》，载《齐鲁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３ 页。
参见金永明、张景惠：《论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与解释———以 ２０２２ 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为中心》，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５ 年

第 １ 期，第 １０ 页。
参见刘大群：《〈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修正与适用实践述评》，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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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属于刑法对安全价值的直接保护。 以国家安全法益为例，纯粹的国家安全内容源于国家安全的独特性，
因为其与一国的主权及政权的存续直接相关。① 相较而言，国际刑法中的安全价值同样具有相对明确的内

涵，此时的安全不同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而是以个体为基底的安全价值，这也是法律

中的安全与政治或者军事意义上的安全存在差别所使然。 “建设和平是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最终目标。 在应

对威胁、实现安全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主动行为同样会对国际秩序与和平状态产生溢出影响。”②

尽管国际刑法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但其更多地关乎管辖权，而非法益本身。 在界定国际刑法意义上的不法

性时，法益概念所承载的主要作用是证成行为的危害性。 国家安全包括主权安全，而国际刑法意义上的安全

则主要体现为世界和平，故这里的安全并非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的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安全，而是一种全人

类视角上的整体安全。 对此，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甚至认为世界和平是最高法益。③ 这里对法益的位阶问题

暂时不作讨论，但国际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是包括安全法益类型的。 安全法益内容尽管与国内刑法的安全

法益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仍然是以个体权利为基底的，而世界和平也强调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安全，而
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世界和平。

二、《罗马规约》涉及的法益内容及国内刑法法益的比照要素

当比照国内刑法法益的一般内容时，尽管考虑到国际刑法涉及的一些不同方面，但四种国际罪刑规范的

法益构造同样会涉及权利、秩序与安全的内容，而相关的法益内容与法益逻辑建构也应当以此为理论素材。
（一）《罗马规约》四类国际罪行所侵犯的具体法益内容

如果在权利、秩序与安全的一般法益层面上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的法益内容进

行思考，就可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受害民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与其他权利；国际秩序与被侵略国家的社

会秩序；世界和平与被侵略国家的国家安全，具体包括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 这样的法益内容追求一

种全面性，从而涵盖了从国际社会到国家再到国家中的具体民众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上，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具有一致性。 也正是由于一般层面上的法益内容具有重合性，这
类犯罪的规定才具有一些相似之处。

在一般法益内容重合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犯罪的不同行为方式，可以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法益内容。 首

先，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主要体现为违反基本人伦与战争法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行为，该类

犯罪的法益基底内容是人权。 以战争罪为例，有的观点指出，战争罪是以违反战争法规为基准，并非单纯地

对人道主义加以保护。④ 但战争罪所涉行为一方面违反战争法规与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违背军事行动中的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关注的是攻击合法军事目标所带来的附带损害问题，要求对军事目标发动攻击时，尽
量防止造成附带的平民死伤或民用物体毁坏，……”⑤对此，如果战争参与者不分对象地对目标进行打击、明
显违背比例原则，其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同时这样的行为也属于对他国民众基本人权的侵犯。 其次，侵略

罪主要体现为一种侵犯别国主权的军事行为，这与国家的防卫战争明显不同，因此，该罪的法益基底也包括

主权。 侵略罪概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 《罗马规约》修正案中关于侵略罪的定义反映了纽伦堡审

判和东京审判对国际刑法的重要贡献及其认定的习惯法规则。 因此，从整体视角而言，《罗马规约》修正案

中对“侵略罪”的规定重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习惯国际法。⑥ 对于何谓侵略行为，基于历史经验

已然存在一个大致的认识，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共识。 而由个体承担侵略罪的刑事责任，则是二战之后国际

刑法新发展的内容。
（二）《罗马规约》中区别于国内刑法的四种国际罪行的法益逻辑

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但四者均会涉及军事行动或者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浩：《我国抽象危险犯立法的整体考察及法益分析》，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５７ 页。
孙志伟：《威胁、安全与和平：中美国家安全观文本的比较研究》，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０ 页。
参见冷新宇：《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及模式的早期发展———兼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用》，载《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２ 页。
参见张楠：《论东京审判中的危害人类罪———与纽伦堡审判对比的视角》，载《法治社会》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３ 页。
徐爽：《无人机作战带来的人权挑战及其应对》，载《人权》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５５ 页。
参见邓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重申、认定及“重构”》，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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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军事行动的武力。 从法益内容来看，无论是主权还是人权，其背后均会涉及具体个人的权利、社会的秩序

与国家的安全，但对于秩序与安全来说，其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国内刑法。 在建构该法益逻辑时，除
了应当明确不同犯罪之间的区别外，也需要厘清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差异及在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中的

不同特征。
１．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之间的规范区别

通过阅读和对比《罗马规约》中对侵略罪与其他三种犯罪的规定，可以发现四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具体规范特征不同。 相较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侵略罪的具体列举要简约一

些，而其他三种犯罪的列举条款明显更多。 这是由于侵略罪主要涉及的是一国的主权安全，其价值相对明

确，受损害的对象在形式上更容易界定。 二是主体范围不同。 侵略罪的主体是能够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

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而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主体范围相对广泛，凡是参与战争或者其

他武力行动的人，均有可能构成该类犯罪。 三是涉及的战争性质不同。 侵略罪只能发生在非正义战争中，不
包括出于防卫的反击，其主要体现为主权侵犯的特征。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涉及的罪行既可能

出现在实施侵略的一方，也可能出现在实施防卫的一方，其不受战争或者其他武力性质本身的影响，而是涉

及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其主要体现为人权侵犯的特征。 四是在规范解释上的空间有所不同。 由于战争罪的

规范内容更多，并且会涉及人权要素，而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侵略罪的规范内容较少，并且其主要是涉

及主权的形式判断，因此战争罪的解释空间要广于侵略罪。 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实

践者依据人权法上的方法论解释国际犯罪，体现了司法能动主义。① 诚然，当涉及人权问题时，基本权利及

自然法的理念等均可以作为对条文进行实质解释的指导依据。 五是在规范层面的直接违反性有所不同。 侵

略罪主要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而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则主要违背《罗马规约》本身或者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前者主要是涉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后者主要是违背基本人伦或者战争行动中的

基本法则。
２．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在法益逻辑方面的主要区别

无论是国内刑法还是国际刑法，在法益内容方面，基本都可以抽象概括出权利、秩序与安全这三个范畴。
例如，在国内刑法中，权利主要是个体的具体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权利，秩序主要是经济秩序与社会管

理秩序，安全则主要是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 在这些一般法益内容中，权利具有基础价值。 “以自由和权利

为核心内容的法益概念，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层面，都是提供正当性根据的存在。”②而在国际刑法中，涉
及环境领域这类问题时，基本上仍然可以沿用国内刑法的这些法益内容。 国际刑法如果涉及与战争有关的

行为时，个体的权利、公共的秩序与安全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法益内容。 但这些法益内容的具体逻辑存在明显

的区别。 国内刑法中的权利可以作为法益的实质内容或者理论根据。 例如，刑法保护经济秩序时，该秩序在

复合法益的观念下被认为属于法益的构成内容，保护秩序只是手段，保护权利才是实质目的；刑法保护公共

安全时，该安全同样在复合法益的观念下被认为属于法益的构成内容，即公共安全是具体个体权利的集合，
刑法保护公共安全实质上是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 但国际刑法中的权利此时并不能完全按照这样的逻

辑来分析，安全与秩序的价值顺位可能有时先于权利，有时后于权利，而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

侵略罪这类国际罪行就属于这种类型。
３．侵略罪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在法益内容方面的区别

首先，侵略罪涉及典型的国家主权问题，而国家主权的独特性使其具有独立的法益价值，并不需要以权

利法益作为直接根据。 其实，这在国内刑法中亦有所体现。 例如，尽管说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秩序与社

会管理秩序等均属于国内刑法中的公法益或者说属于集体法益的类型，背后的权利法益均可以作为其实质

根据，但涉及国家安全法益时，仍然有着显著的不同。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安全法益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安全法

益，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很难将权利法益等内容直接与其相联系。 因此，即使在国内刑法中，当涉及国家

本身这一概念时，也难以将权利法益与安全法益进行目的与手段意义上的逻辑说明；在国际刑法中，尤其在

①
②

参见朱丹：《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反思及限制》，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２ 页。
刘艳红：《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安全刑法抑或自由刑法》，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５ 页。



第 ２ 期 刘浩：论《罗马规约》的国际罪行法益构造 １４３　　

涉及侵略罪时，更是优先考虑国家主权，而难以在法益论上将权利法益作为其实质内容。 如果说侵略罪行为

侵略的是他国的领土，那么国家主权就是其具体的法益内容。 对此，国家主权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或者国际

法学中的概念，也可以作为侵略罪所侵犯的法益内容。 因此，在判断侵略罪究竟是否成立并解释相关的规范

内容时，需要集中判断是否对国家主权造成了侵犯，并对国家主权作出相应的说明，从而以这样的法益内容

来指引相关构成要件的解释。 但问题是在侵略罪中，除国家主权这样最为本质的法益内容外，秩序与权利等

一般法益范畴是否有必要予以考虑？ 这主要是看以国家主权为法益内容指引侵略罪的构成要件解释是否足

够充分，或者结合侵略罪的立法目的与规范内容审视其行为仍然可能会造成的一些侵害，毕竟即使就违法性

来说，不同的侵略行为也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侵略罪就应当是严重的侵犯一国

主权的行为。 在侵犯主权意义上的违法性方面，可以适当坚持实质法益论。
其次，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涉及典型的基本人权问题，而基本人权与权利之间存在密切联

系，故以人权为基底的法益内容具有典型的权利法益特征。 在战争罪中列举的一些行为，不仅是侵犯基本人

权的行为，同时也属于侵犯具体权利的行为，此时对人权的侵犯与对具体权利的侵犯存在一定的重合性，或
者说对具体权利的侵犯就是侵犯人权的具体体现。 例如，酷刑与不人道待遇不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其同时

属于侵犯受害者健康权的行为；故意指令攻击民用物体的行为不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时也属于侵犯受害

者财产权的行为。 战争罪的人权保护目的对应人道主义原则，这要求人不能在战争的状态中丧失基本的人

性，应当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 “军队之外的人道主义法律与军队内部的军事纪律法规相结合，内外共同规

范和保障军事行动的进行。”①例如，根据《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１２ 条规定可以发现，在战争过程中，应当贯彻

人道主义原则，并且应当遵循平等原则。 对于各种危害与暴行，均应当禁止，并应当给予伤者、病者及时且有

效的医疗救助。 对于妇女，应当考虑性别问题而给予充分的待遇。 即使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遗弃伤兵，也应

当留下相应的医疗人员与器材等。 这说明对于战争中的有些人员而言，无论属于冲突的哪一方，均应当获得

充分的人权保障与人文关怀，这些人员已经成为军事对抗中的非对抗人员乃至弱势群体，此时的人权保障要

求是整个人类应当具备的一种良知。 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是人之为人的必然要求。 这一要求，无论是对于

被保障者还是对于具有一定支配权力的保障者来说，均同样适用。

三、国际罪刑规范基于主权与人权意义的法益构造

人权与主权最初分别是作为“矛”与“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② 尽管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人权有时
会被不当用作一国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借口，但就一国本身来说，主权与人权均具有独立的意义。
“人权既是主权国家必须保护的对象，也是国际社会应当尊重的内容。”③二者主要体现的不再是矛盾关系，
而是共生关系，其均应当被作为重要价值加以保护。 一方面，国家存在独立的主权；另一方面，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 而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与人权，在涉及战争或者类似行为时，若一国对他国主权与人权构成侵犯，
则主权与人权均属于国际刑法中的基础法益内容。 其中，主权是侵略罪设置的规范基础，而人权则是灭绝种

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设置的规范基础。 但如果只是从主权法益层面界定侵略罪，从人权法益层面界定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那么仍然难以准确合理地界定这类犯罪。 对此，需要赋予主权法益与人权

法益更为具体的内容。
（一）主权法益与人权法益的概念证成与具体内容

在国内刑法中，通常不会在法益类型中明确将一些法益内容称为主权法益与人权法益：一方面，主权与

人权相对较为抽象；另一方面，国内刑法已然将涉及的一些主权法益具体为一种国家安全法益，将涉及的一

些人权法益具体为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与其他权利。 但这也只是涉及一部分主权与人权内容，而且国

内刑法对于这类法益的保护与国际刑法有所不同。 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概念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
同于因个体对国家安全的侵犯而损害部分国家主权安全的情形。 “以绝对性、独立性为本质特征的国家主

①
②
③

韩金杰：《美国审判战争犯罪的外在表征与法律实质》，载《荆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６９ 页。
参见陶林：《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张力与契合》，载《哲学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０ 页。
甘绍平：《人权：个体权利与集体自决》，载《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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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概念，构筑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总体框架。”①事实上，尽管存在区别，但主权与人权均为国内刑法与国际刑

法所保护，其作为法所保护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１．主权法益与人权法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主权涉及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安全，而在国家安全意义上具有主权的国家应当切实履行保护人权的义务。
由于人权具有基础价值，世界各国不仅要保护本国公民的人权，也应当尊重和保护他国公民的人权。 一方

面，主权与人权均依托世界的和平发展，非和平的因素和行为不仅损害国家的主权，也会对人权造成侵犯。
在国内法的意义上，主权体现为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个体权利间的密切联系和体系保护，而在国际法的意

义上，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除了法益实质内容层面的密切联系外，也包括对于他国侵犯行为的共同对抗理由，
及国家积极参加国际组织与缔结国际条约的行动。 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人权法的

基石，也是国际人权机制应该尊重的基本原则。”②“主权对人权具有基础性作用。 如果一国的主权受到严重

侵犯，那么该国的人权必将受到侵害。”③“作为不可割裂的两部分，人权与主权不存在地位高低问题，二者的

关系更应当是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的。”④但人权比主权在道德权利意义上更具有优先性，因为主权其实也

是由拥有人权的人所建构出来的内容。 “人权的相对抽象性基于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先验性，而主权则

基于它的经验性。”⑤主权与人权绝非对立的概念，二者均属重要法益，为国内法和国际法所保护。
２．主权法益在国际刑法语境中的概念证成与具体内容

国内刑法将危害主权安全的行为规定在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类犯罪中。 之所以通过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的刑法规制来保护国家主权，是因为主权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即使如此，国内刑法规制危害主权的

行为仍然明显不同于国际刑法规制无端侵害一国主权的行为。 如果不从人的根本目的出发，主权与人权在

国内与国际的意义上确实有所不同。 无论是当代国际法引人注目的人本化趋势，还是作为这一趋势突出代

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迅猛发展，都未动摇国际法的“国家间”本质属性。⑥ 诚然，国际刑法规制的

侵害主权行为，其行为主体是国家。 尽管具体的刑事责任会落到个体身上，但战争行动意义上的首要主体仍

是国家。 这个意义上的侵犯主权行为不仅更为直接，而且体现为国家意义上的军事手段，这与国内刑法惩治

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明显不同。 另外，可能成为犯罪主体的范围也明显不同：国内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

类犯罪的主体既包括一般主体，也包括特殊主体，而无论哪种主体，在一般预防意义上的主体范围均是广泛

的；而国际刑法中的侵略罪主体必须是能够有效控制或者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 从主权安

全的视角看，如果国家安全法益在国内法中可以成立，那么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主权安全法益或者说主权法

益同样能够成立。 对此可以认为，侵略罪中的侵略行为直接侵犯了他国的主权法益，这样的主权法益在本质

上仍然属于国家安全法益的类型。 但由于主权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尽管可以直接证成侵略行为的违

法性，但该违法性是否达到国际刑法中的侵略罪的程度，仍然需要结合其他要素及侵略罪的构成要件予以

解释。
３．人权法益在国际刑法语境中的概念证成与具体内容

对于人权来说，国内法的法律保护主要是两个面向的保护：一个是以公权力运行来预防和惩罚权利主体

之间的人权侵犯，这主要体现为预防和惩罚行为人对他人具体权利的侵犯；另一个是控制公权力，这主要体

现为预防和惩罚公权力主体对个体的人权侵犯。 人权法益在国内刑法中，具体体现为各种权利，进而类属于

权利法益的范畴。 实际上，人权是个一级概念，其主要涉及一些基本权利，同样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些权利。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３ 条至第 ２７ 条就是对于人权在具体权利细化的意义上作出的相关规定，其内容涵

盖了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自由权、人格尊严及其他方面的权利。 因此，无论是国内刑法还是国际

刑法，均会对人权予以保护，只是人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化。 作为权利法益涉及的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非凡、管月飞、谢楚瑜：《重新审视国家主权———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概念的消解与重构》，载《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６２ 页。

毛俊响：《全球人权治理的现实困境、理念分歧与中国方案》，载《人权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８９ 页。
岳汉景：《叙利亚冲突中主权与人权原则的大国博弈》，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８ 页。
江凯、杨捷：《人权国际化进程的传统困境与发展新趋势》，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２８ 页。
易小明、贾英健：《透视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三重视角》，载《齐鲁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８ 页。
参见廖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与主权内涵》，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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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内容，人权法益在概念逻辑与实质内容层面均是可以成立的。 对此，国际刑法中的人权法益也可以具

体化为一些权利法益的内容。
（二）基于主权法益的侵略罪的法益构造

国家安全法益不仅在国内刑法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其在国际刑法中的独立价值也是毫无疑

问的，既可以作为侵略罪的独立法益内容，而且也可以在复合法益的层面上作为主法益内容。
１．侵略罪在形式上侵犯的是直接的主权法益

侵略罪中的侵略行为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在违法性的意义上直接体现为对主权法益的侵

犯。 然而，主权法益在性质上属于抽象法益和综合法益，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具体化，因为主权是否受到

侵犯在客观上存在一个大致的标准。 例如，《罗马规约》中规定的有关侵略罪的一些具体情形，均属于对一

国主权的典型侵犯。 但并非一国只要实施了侵略行为，就一定会构成侵略罪。 例如，当下无人机在军事领域

的运用非常广泛，如果一国的无人机飞入另一国进行侦察，该行为的指使者是否就一定构成侵略罪？ 显然不

能一概而论，因为这类行为同样会存在违法性程度的问题。 因此，与国内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类似，犯
罪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关系类似于国际犯罪与一般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关系。 一旦在国际犯罪与国

际一般违法行为的意义上对侵略行为进行区分，那么主权法益受到侵犯的程度便有所不同。
２．主权法益作为一种安全法益可以具体化为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

主权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结合国内刑法对国家安全的保护及危害国家安全这类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内

容，可以将国际法中的主权法益具体展开为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 相关的侵略行为对他国的国家安全与社

会秩序造成的危险或者实害越大，该行为构成侵略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与保障自

由。 如果处罚对法益没有任何危险的行为，那么既没有保护法益，也没有保障自由。”①尽管国内刑法与国际

刑法均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但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和把握有所不同，况且即使是国内刑法对于罪刑法定

原则的严格贯彻，也经常会遇到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就国际刑法对于有些涉及国际罪行的行为规制而言，
一方面，存在一些国际习惯法；另一方面，对主体责任追究的困难导致对相关规范的解释存在不确定性，且相

应的解释方法经验也积累较少。 如果说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国际刑法的解释约束力要弱于国内刑法，那么侵

略罪的法益所发挥的解释论指引作用及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相对于国内刑法来说，就更为有限。 在一些较

为典型的侵略罪案件中，主权法益受到了严重侵犯，此时行为主体构成侵略罪的判断是较为明确的。 而在一

些并不典型的侵略行为中，是否构成侵略罪则需要看行为是否在实质上对一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造成

显著的危险或者实害，此时的主权法益就被具化为国家安全法益与社会秩序法益，其更有利于指引对于侵略

罪成立与否的判断。 也许有观点会认为，难以对侵略罪的犯罪主体进行刑事责任追究，被以侵略罪追究刑事

责任的仍然属于少数人。 因此，对于侵略罪的法益无须进行更为具体的界定，以主权作为法益内容时，对于

严重侵犯主权的行为，其相应主体构成侵略罪。 尽管侵略罪的行为主体在刑事责任追究层面存在不同程度

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对有关犯罪成立判断的理论进行探讨，因为二者分别是解释理论层面和立法实效层面

的问题。 而且退一步看，如果可以相对准确地对侵略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合理把握侵略罪的范围，那么便可

更好地发挥规范作用。
３．从主权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再回到主权法益的迂回解释

主权法益是《罗马规约》中规定的战争罪的法益内容，并且其属于第一层的法益内容。 对于严重侵犯主

权法益的行为来说，以主权法益指引相关构成要件的解释即可，并不需要对主权法益进行具体的细分，甚至

在解释构成要件的过程中，并不会刻意地关注到法益问题。 梳理国内刑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犯罪类型及其法

益内容后可以发现，同样涉及主权内容的国家安全被进一步具化为这类犯罪的法益内容。 国家安全比主权

安全的内容更为具体，尤其是在法学的语境中。 结合侵略罪的特征及其行为要件来看，相关的侵略罪行不仅

会对一国的主权安全造成侵害，而且也会对该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不当影响。 例如，对他国的入侵、攻击或者

占领与兼并行为，对他国的轰炸、攻击行为及对他国港口或口岸的封锁行为等，均会对他国的社会秩序造成

冲击。 尤其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一国的侵略行为将会对他国的社会秩序迅速造成影响。 对此，侵略罪的第

① 张明楷：《抽象危险的立法预设与司法判断》，载《法商研究》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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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的法益内容为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这样的法益内容主要用来指引该罪的构成要件解释，进而有效区分

一般的侵略违法行为与侵略犯罪行为。
在侵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上，客观的行为要件层面主要体现为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等行为，行为主体

应当是能够有效控制或者指挥实施侵略行为的国家政治或军事方面的人员，侵略行为依照其特点、严重程度

和规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 从个体责任视角看，侵略罪的主观要件是明知意义上的故意。 从构成要

件看，是否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可以用来区分一般违法意义上的侵略行为与成立侵略罪意义上

的侵略行为。 但法益的具体判断不仅指引构成要件的解释，同时能够以法益侵害性程度为标准，结合构成要

件的规定，从而更为准确地认定侵略行为。 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程度区分难以有效应对侵略罪的规范解释。
侵略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罪行，因此，并非只是发动或者实施危害严重的侵略行为才构成侵略罪，策划和准备

意义上的预备行为也属于侵略罪的实行行为，这就类似于国内刑法中的预备行为正犯化，其具有规制侵略风

险的属性。 而如何在策划与准备意义上的侵略罪和发动或实施意义上的侵略罪之间进行合理把握，仍然需

要由不同层面的法益内容进行指引。 例如，策划与准备行为往往需要对应重大的法益侵害危险，而发动或实

施行为则并不需要与危险意义上的法益保持完全相同的侵害程度，这就类似于国内刑法的抽象危险犯与实

害犯之间的区别。 例如，甲国的某军事行动指挥者在不同的会议上策划针对乙国的无人机侦察活动，该行为

就属于对乙国主权的抽象危险，同时也是对乙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抽象危险。 但由于行为本身是一种

抽象危险，在法益判断逻辑上，并不需要具体到第二层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法益。 如果该军事行动最终从

计划阶段发展为实际执行，即甲国的无人机群进入乙国的领空并实施侦察活动，那么此时的行为就属于侵略

罪中的入侵行为。 在违法性的判断上，要根据无人机的数量、类型、到达的区域、获取的信息等予以综合判

断，此时的主权侵犯已然毫无疑问，但主权法益的侵犯程度判断就可以在第二层的具体法益内容上展开，即
看这样的侦察行为对于乙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造成了何种意义上的侵犯，从而进一步分析法益的侵犯

程度与行为的违法性。
除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法益内容分析外，最后仍然需要回归到第一层的法益内容判断，即将具体的国家

安全法益与社会秩序法益侵犯再转换为主权法益的侵害性说明，从而坚持形式法益和实质法益相结合的法

益判断逻辑。 除此之外，之所以最终仍然需要回到主权法益的侵害性说明，是因为国际刑法具备国际性特

征，其在一些概念术语和交流内容上有别于国内刑法。 无论是国家安全法益还是社会秩序法益，其均倾向于

是国内刑法的法益类型概念，而直接以此作为法益侵害性的说明，可能混淆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的部分边

界，也不利于展开相应的国际对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侵略罪的法益内容解释遵循了从形式到实质、再由

实质回到形式的迂回解释路径，这就类似于将实质法益内容作为形式法益内容的注释，而且这样的注释在绝

大多数的侵略罪解释中必不可少。 例如，甲国无故出动战斗轰炸机对乙国的某个城市发射了一枚空对地巡

航导弹，此时对于策划与实施该行为的指挥者而言，应当如何定性？ 这里的判断无疑是该行为构成侵略行

为，侵犯了乙国的主权法益。 对于主权法益的侵犯，在第二层的法益判断上集中在对于该国国家安全与社会

秩序法益的侵犯性，而该战机的飞行地点、巡航导弹的发射地点、导弹是否命中目标及命中的是何种目标等，
对于国家安全法益会存在不同的影响，而对于社会秩序法益则更是具有显著的不同影响。 对此，最终应当判

断甲国对于乙国的主权法益造成了何种程度的侵犯及该行动的指挥者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侵略罪。
（三）基于人权法益的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法益构造

在国内法中，人权更多地是国家对于个体的义务，即国家具有尊重与保护人权的义务，其体现为私权利

主体对公权力主体的权利。 在广义的人权保护上，这样的对抗当然也针对私权利主体，此时的人权就有些类

似于民法中的绝对权或者对世权，即个体的人权不允许任何外在的侵犯。 人权涉及的一些具体权利当然是

刑法保护的对象，但与国内刑法不同，人权在国际刑法中，当涉及像战争罪这类罪行时，其可以直接作为法益

内容。 与此同时，基于人权与权利之间的关联性，人权法益可以具体为以个体基本权利为内容的权利法益。
１．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在形式上侵犯的是直接的人权法益

与国内的人权保护有所不同的是，国际社会的人权话语首先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一国不能对

另一国的人权造成侵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人权本身存在问题，国际社会上的其他国家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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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干预。 但在人权与主权的实践中，应当以人权对话取代人权对抗，以主权合作取代主权壁垒。① 对

此，除却不合理地以人权为由来干涉他国的内政外，国际社会对一国的人权保护所实施的合理监督主要体现

为国际社会舆论压力与履行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强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能或不愿履行其保护本

国国民的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进行干预，从而代替该国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 这种理念从根本上对传

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了挑战，因为它允许国际社会在特定的情况下突破主权国家的界限对其进行干涉。②

而具体到以人权为基底的法益内容时，战争罪的保护法益首先是人权，但如果只是停留在一般的人权法益层

面，仍然难以具体认识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的规范构造。
观察《罗马规约》关于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与战争罪的具体规定可以发现，这三类犯罪涉及的行为

有很多重合或相似之处，而侵略罪则与这三类犯罪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原因之一是这三类犯罪主要涉及对

人权的侵犯，对此，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均可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侵略罪主要涉

及的是国家主权，这也是侵略罪与其他三种犯罪之间的本质区别。 因此，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与战争罪

这三种罪行在法理层面的抽象法益侵害就是对人权造成的侵害，人权法益在此是第一层的法益内容。 仅有

第一层的法益内容并不能够准确指引这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第二层的法益实际上是对第一层抽象法益

的具体化，这有利于在不同的情形中，更好地指引规范内容的解释适用。
２．人权法益作为一种权利法益可以具化为个体的基本权利

对第一层的人权法益进行具体化，是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人
权法益可以作为一种抽象法益，从而进一步具化为个体的一些基本权利，而这样的一些基本权利也与这类犯

罪构成要件中的诸多具体情形相一致。 例如，在灭绝种族罪中，涉及的客观行为包括对生命权、身体健康权、
生育权、人身自由权的侵害。 在危害人类罪中，涉及的客观行为包括对生命权、生存权、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

权、居住权、健康权、性自主权、平等权等的侵害。 在战争罪中，涉及的客观行为包括对生命健康权、财产权、
人身自由权、诉讼权、政治自由、性自主权、人格尊严等的侵害。 除了这样一些权利内容外，战争罪中对于

“征募不满十五岁的儿童加入武装部队或集团，或利用他们积极参加敌对行动”的禁止，体现了对于未成年

人的权利保护倾向。 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在人体

内易于膨胀或变扁的子弹等的规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其属于人权法益在另一个维度的道德体现与法律

要求。 另外，对于比例原则的强调也是为了避免因为过度军事行动而侵犯到其他权利。 例如，对自然环境的

武装攻击行为只有在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程度高于预期军事利益的情况之下，行为人才可能构成战争罪。③

在解释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与战争罪的构成要件时，在法益内容的界定与分析层面，当涉及行为究竟侵

犯了哪些具体权利时，是对第二层法益内容的分析。
３．从人权到个体基本权利与相关权利再回到人权法益的迂回解释

人权法益是《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与战争罪的法益内容，并且其同样属于第一

层的法益内容。 灭绝种族罪中的对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实施的全部或局部消灭行为首先在直观

上当然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是在违背基本人性善良道德的意义上构成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危害人类罪对平民人口进行攻击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区分原则，属于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在直观上当然也属

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危害人类罪的发展主要靠历史事件推动，不同时期的危害人类罪的定义及犯罪

构成要件各不相同。”④战争罪的行为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通过对该公约保护的人或财产实施非法侵害，
直接或间接地严重侵犯人权。 个体的具体权利和人权之间的联系密切，甚至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是人权的

具体类型。 当人权作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描述，即人之为人所当然应当享有的权利时，人权概念被直接援

引；而当以具体权利进行说明时，抽象人权概念便得到了具体化。 以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中的酷刑或不人道

待遇为例，该行为是否构成危害人类罪或是战争罪，一方面需要看具体的行为情境，另一方面不能只以人权

法益受到侵犯为由，而应当结合具体的法益内容与相关个罪的构成要件作出解释。 对此，需要在第一层的人

①
②
③
④

参见陶林：《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张力与契合》，载《哲学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５ 页。
参见罗艳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９ 页。
参见孙世民：《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绿色条款的完善》，载《南海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４７ 页。
方瑞安、周志龙：《论危害人类罪及其构成要件的历史流变》，载《国际法学刊》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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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益之后，对相关的权利法益类型和侵害程度作出判断，即对法益进行实质的判断。 最后，危害人类罪、灭
绝种族罪与战争罪的认定仍旧需要由具体的权利法益判断回到第一层的人权法益说明，即将具体的权利法

益侵害内容与侵害程度作为人权法益侵害的附带性说明，从而在这样的法益构造下，指引危害人类罪、灭绝

种族罪与战争罪的规范解释，并尽可能地区分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

四、结语

尽管《罗马规约》的成员国范围有限，但随着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加入该公约或

者该类公约的国家将会继续增多。 即使对于暂时仍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该公约中的罪行禁止规定也会通

过国际习惯法或者国际道德舆论的方式对其产生影响，相关联的一些公约同样会影响各国实践。 虽然该公

约中的具体刑事责任追究有时难以全部落到实处，但对该类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有利于国内刑

法、国际刑法在法益论方面的发展。 国内刑法对国际刑法的启示意义具体体现为形式法益与实质法益、抽象

法益与具体法益、安全法益及秩序法益与权利法益、实害犯与抽象危险犯、犯罪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及一般违

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等。 侵略罪的第一层法益内容为直观意义上的主权法益，第二层法益内容为

实质分析意义上的安全与秩序法益，并且最后仍然需要迂回至对主权法益侵害内容与侵害程度的解释说明。
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的第一层法益内容为直观意义上的人权法益，第二层法益内容为实质分析

意义上的权利法益，并且最后同样需要迂回至对人权法益侵害内容与侵害程度的解释说明。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ＬＩＵ Ｈａｏ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ｏｔｈ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ｙｅ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ｌｏｇｉｃ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ｃｒｉｍ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ｓ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ｅｓ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ｄｉｖｅｒ⁃
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ｔ ｂｏｔ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ａｗ．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ｓ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ｔｉ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ｕｓ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ｕｐ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ｅｓ

（责任编辑：盛　 怡）


